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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与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ꎬ新质生产力企业成为突破技术瓶颈、培育国际竞争优势的

关键主体.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２３ 年中国新质生产力企业数据ꎬ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及时空地理加权回归

(ＧＴＷＲ)模型等方法ꎬ系统探究中国新质生产力企业时空分布特征及驱动因素. 研究发现:①空间分布集聚程度

持续增强ꎬ企业分布存在显著空间集聚性ꎬ热点区集中于沿海城市群ꎬ冷点区分布于西北、东北地区. ②政策支

持、经济基础、创新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四维因素对新质生产力企业分布的影响存在时空异质性. 数字基础设施、
科学技术支出占比、人均收入、工业企业利润、金融发展水平总体上与新质生产力企业密度呈现正相关关系ꎬ税
收征管强度、传统基础设施、人均产值、高等院校数等在区域影响上呈现差异化ꎬ环境规制存在一定抑制作用. 基
于此ꎬ提出应优化区域政策设计、用好地区创新资源、营造良好城市环境等建议.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ꎬ企业集聚ꎬ空间分布ꎬ驱动因素ꎬ时空地理加权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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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ꎬ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ꎬ但各类传统产业面临附加值低、产能过剩及环境约束强

等问题ꎬ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面临严重的“卡脖子”现状[１] . 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向更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

的先进生产力发展模式转变ꎬ实现生产力质态跃升. 新质生产力企业是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ꎬ不断突破行

业技术壁垒并形成一定竞争力或具备发展潜力的科技创新型企业.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与中国经济转型的

双重背景下ꎬ新质生产力企业已成为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培育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性主体[２] .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空间不平衡的特点ꎬ新质生产力企业总体呈现“梯度推移”与“局部集聚”的双

重特征. 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先发优势ꎬ形成了以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主导的创新极核[３] . 同时ꎬ创
新资源密集区域的集聚效应尤为显著[４]ꎬ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凭借丰富的创新资源和完善的基础设

施ꎬ通过核心企业吸引产业链上下游集聚ꎬ实现协同创新和集群式发展. 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梯度推移”与
“局部集聚”的演化特征既受地理空间的制约[５]ꎬ也受政策、技术、市场等多重因素的驱动[６－８] .

企业的区位选择是企业自身特征与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９] . 从企业的自身特征来看ꎬ规模较小

的企业依赖政策支持ꎬ倾向于选择政策优惠区域以降低成本[１０－１１] . 同时ꎬ企业创新能力和技术学习能力会

显著影响企业选址[１２－１３]ꎬ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偏好创新资源丰富的地区ꎬ技术学习能力强的企业则更倾向

于产业集聚区ꎬ便于获取技术与经验[１４] . 从企业的外部环境来看ꎬ企业倾向于将企业设立在一线城市及东

部沿海城市ꎬ主要是因为这些城市拥有更低的交易成本、更具活力的市场环境及更发达的商业服

务[１５－１６] . 瞪羚企业在区位选择上ꎬ高度倾向于科技发展水平较高、经济活跃度较强及劳动力资源较为充沛

的区域[１７] . 产业基础、经济环境、营商环境和政策环境等因素共同影响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区位选

择[１８] . 新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素质人口规模是独角兽企业重要的区位影响因子[１９] .
综上ꎬ现有研究虽取得一些成果ꎬ但针对新质生产力企业时空分布呈现出非均衡演化的特点ꎬ研究方法

应突破传统截面分析局限ꎬ而目前传统计量模型(如 ＯＬＳ、ＧＷＲ)难以精准捕捉这种时空动态交互效应. 在驱

动因素方面ꎬ现有文献多集中于地理特征、政策环境、市场潜力等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ꎬ多为单一影响因素

的分析ꎬ对新质生产力企业时空分布的多维驱动因素研究需要深化. 鉴于此ꎬ本文选取 ２０１１—２０２３年中国新

质生产力企业的空间数据ꎬ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ꎬ分析新质生产力企业时空分布特征ꎬ利用时空地理

加权回归(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ｌ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ꎬＧＴＷＲ)模型探究新质生产力企业时空分布的驱动

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ꎬ为各地因时因地制定具体政策、推动新质生产力高效发展提供参考.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创新是新质生产力企业最突出的特征. 本文根据各级工信、科技等部门培育认定的优质科技创新类

企业名单ꎬ选择高新技术、科技型、单项冠军、专精特新、火炬计划、独角兽、瞪羚、牛羚、先进技术服务等企

业作为中国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样本(结合数据可得性ꎬ本文样本企业不包含港澳台地区企业) . 企业数据

主要来源于天眼查ꎬ在剔除无效地址和处于吊销、停业、清算状态的企业后ꎬ最终整理出中国新质生产力企

业 ７０.２３万家(截至 ２０２３年) . 通过高德地图 ＡＰＩ接口查询企业地址ꎬ并将其转化为企业经纬度坐标ꎬ建立

新质生产力企业空间数据库. 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统计年报、Ｗｉｎｄꎬ数据时间

为 ２０１１—２０２３年. 剔除数据缺失较多城市后ꎬ对部分仍存在缺失值的变量采用线性插值法予以填补ꎬ最终

构建全国 ２８７个城市的经济数据库.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根据要素位置和要素相关变量值来度量某一变量是否空间自相关ꎬ即该变量的空间表现

是聚类、离散或随机ꎬ一般用全局莫兰指数 ＩＧ(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局部莫兰指数 ＩＬ(ｌｏｃ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２０] . 通过对新

质生产力企业密度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ꎬ证明其具有显著空间聚类或离散特征. 莫兰指数公式如下:

ＩＧ ＝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 ｉｊ(ｘｉ － ｘ)(ｘ ｊ － ｘ)

１
ｎ∑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 ２∑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 ｉｊ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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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Ｌ ＝
(ｘｉ － ｘ)∑

ｎ

ｊ ＝ １
ｗ ｉｊ(ｘ ｊ － ｘ)

１
ｎ∑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 ２

ꎬ

式中ꎬＩＧ 通常取值在－１.０到＋１.０的区间内ꎬＩＧ 为正则说明新质生产力企业密度更倾向在空间上聚类ꎬ为负则

为离散ꎬ为零则为随机ꎻＩＬ 反映新质生产力企业在城市 ｉ 附近的空间集聚状况ꎻｎ 为中国地市级以上城市数

量ꎻｘｉ、ｘｊ 分别为城市 ｉ、城市 ｊ新质生产力企业密度ꎻｘ为所有新质生产力企业密度的平均值ꎻｗｉｊ为空间权重.
１.２.２　 热点分析

热点分析用于检验新质生产力企业局部地区是否存在统计显著的高值和低值ꎬ揭示热点区和冷点

区[２１]ꎬ公式为:

Ｇ∗ｉ (ｄ)＝ ∑
ｎ

ｊ ＝ １
ｗ ｉｊ(ｄ)ｘ ｊ( ) ∑

ｎ

ｊ ＝ １
ｘ ｊ( ) ꎬ

式中ꎬｗ ｉｊ为城市 ｉ与城市 ｊ之间的空间权重ꎻｘ ｊ 是城市 ｊ的属性值ꎻｎ 为总的城市数. 为了方便解释和比较ꎬ

对 Ｇ∗ｉ (ｄ)进行标准化处理:Ｚ(Ｇ∗ｉ )＝ (Ｇ∗ｉ －Ｅ(Ｇ∗ｉ )) / ｖａｒ(Ｇ∗ｉ ) ꎬ式中 Ｅ(Ｇ∗ｉ )、ｖａｒ(Ｇ∗ｉ )分别为 Ｇ∗ｉ (ｄ)的
数学期望、方差. Ｚ(Ｇ∗ｉ )值为正则说明新质生产力企业在城市 ｉ附近的空间分布属于高值集聚的热点区ꎬ
为负则说明新质生产力企业在城市 ｉ附近的空间分布属于低值集聚的冷点区.
１.２.３　 时空地理加权回归(ＧＴＷＲ)模型

ＧＴＷＲ模型在经典地理加权回归(ＧＷＲ)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时间维度信息[２２]ꎬ能够同时考虑回归

系数的时间和空间非平稳性ꎬ使得回归结果更加有效. 公式如下:

Ｙｉ ＝β０(ｕｉꎬｖｉꎬｔｉ)＋∑
ｎ

ｋ ＝ １
βｋ(ｕｉꎬｖｉꎬｔｉ)Ｘｋｉ＋εｉꎬ

式中ꎬＹｉ 为第 ｉ点的新质生产力企业密度ꎬＸｋｉ为第 ｋ 个解释变量在第 ｉ 点的值ꎬ(ｕｉꎬｖｉꎬｔｉ)为第 ｉ 点的时空

坐标ꎬβ０ 为回归的常数项ꎬβｋ 为第 ｋ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ꎬεｉ 为误差项.

２　 中国新质生产力企业时空分布特征

２.１　 时空分布总体呈现集聚特征

中国新质生产力企业空间集聚程度随时间波动增强. 由表 １可知:Ｍｏｒａｎ􀆳ｓ Ｉ均大于 ０ꎬＺ得分在 ７.９９~
８.５５ꎬ且 Ｐ值均为 ０ꎬ在 １％的条件下显著ꎬ说明中国新质生产力企业呈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 从时间演化

看ꎬＭｏｒａｎ􀆳ｓ Ｉ先降再升ꎬ说明中国新质生产力企业空间集聚程度先减弱再增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ꎬ各地开始

加强对科技型创新企业培育支持力度ꎬ相关企业呈现爆发式增长ꎬ新质生产力企业数量增长超 ２ 倍ꎬ企业

空间集聚程度有所减弱ꎬ随机或分散趋势有所加强ꎻ２０１７—２０２３ 年ꎬ经济发达城市虹吸效应有所增强ꎬ加
之低端产业链向欠发达地区加速转移ꎬＭｏｒａｎ􀆳ｓ Ｉ呈平稳上升趋势ꎬ说明中国新质生产力企业空间分布逐渐

趋向集聚ꎬ企业创新活动对核心区域创新资源的依赖度有所增强.
表 １　 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年份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方差 Ｚ得分 Ｐ值

２０１１ ０.２１５ ９６８ ０.０００ ６５４ ８.５４９ ２２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０.２１１ ３５９ ０.０００ ６３７ ８.４８１ ７３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３ ０.２０２ ５７８ ０.０００ ６０８ ８.３２４ ８３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４ ０.１９８ ８３２ ０.０００ ６０１ ８.２２１ ３５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０.１９３ １５０ ０.０００ ５９１ ８.０５４ ３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６ ０.１９１ ６０６ ０.０００ ５９１ ７.９９１ ６３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７ ０.１９７ ３７９ ０.０００ ６１１ ８.０９８ ５４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８ ０.２０２ ５１６ ０.０００ ６３３ ８.１５６ １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９ ０.２０５ ８６１ ０.０００ ６５３ ８.１６２ ２４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０ ０.２０９ ９４６ ０.０００ ６７１ ８.２１２ ６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１ ０.２１２ ３２６ ０.０００ ６８１ ８.２３８ ９８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２ ０.２１２ ４４８ ０.０００ ６８２ ８.２３７ ２９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２３ ０.２１２ ４４９ ０.０００ ６８２ ８.２３７ ０３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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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企业分布存在显著局部空间自相关性

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可以揭示中国新质生产力企业空间分异特征. 由图 １ 可知:新质生产力企业呈现较多

的高－高集聚区或者低－低集聚区ꎬ说明新质生产力企业的空间集聚性较为显著ꎬ与全局空间自相关的结

果一致ꎬ相关区域主要出现在西部、东北及东南沿海城市. 高－高集聚区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３８ 个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

的 ３１个ꎬ又上升至 ２０２３年的 ３９个ꎬ且主要分布在华东及环渤海地区的部分城市ꎻ低－低集聚区从 １２７ 个

下降至 １２５个ꎬ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部地区. 此外ꎬ位于高－低、低－高集聚区的城市数量较少ꎬ这说明有部

分地区企业分布呈现离散分布ꎬ但此情况较少ꎬ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南部地区.
２.３　 企业分布呈现冷热点空间分异特征

通过冷热点分析ꎬ揭示中国新质生产力企业的冷热点空间分异特征. 由图 ２ 可知:２０１１—２０２３ 年ꎬ中
国新质生产力企业空间分布的热点区呈现先收缩再扩张的趋势ꎬ冷点区呈现持续扩展的趋势ꎻ２０１５ 年与

２０１１年相比、２０２３年与 ２０１５年相比ꎬ冷热点空间特征保持稳定不变的城市占比分别为 ９６.５％、９２.０％ꎬ说
明中国新质生产力企业具有一定的空间锁定和路径依赖特征. 其中ꎬ新质生产力企业空间分布热点及次

热点区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ꎬ冷点区主要集中在西北和东北等地区.

图 １　 中国新质生产力企业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分布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注:底图来源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ꎬ审图号为 ＧＳ(２０２０)４６１９号ꎬ底图无修改.

图 ２　 中国新质生产力企业冷热点分异特征

Ｆｉｇ􀆰 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ｌｄ ａｎｄ ｈｏｔ ｓｐｏ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注:底图来源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ꎬ审图号为 ＧＳ(２０２０)４６１９号ꎬ底图无修改.

３　 中国新质生产力企业时空分布的驱动因素分析

３.１　 变量选取

新质生产力企业以知识密集型、创新驱动、绿色可持续、高效融合发展为核心特征ꎬ其时空分布受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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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经济、创新与环境等多维因素的交互作用. 基于此ꎬ选取政策支持、经济基础、创新资源与环境承载力 ４
个维度指标揭示新质生产力企业时空分布的驱动因素. ４个维度既相对独立ꎬ又通过复杂的反馈机制相互

影响ꎬ共同塑造新质生产力企业的区位选择与空间集聚模式.
①政策支持. 政策环境与基础设施建设是影响企业差异化布局的重要因素. 政府通过有效的税收征

管、精准的税收优惠政策及完善的传统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２３]ꎬ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与创新风险ꎬ吸引企业

集聚.
②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是企业空间分布的核心动力. 一方面ꎬ较高的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反映了区域

的生产效率和消费能力ꎬ为企业提供了优质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空间[２４]ꎻ另一方面ꎬ工业企业利润

和金融发展水平则直接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与资金获取能力[２５] . 经济基础的综合实力决定了区域对企业

的吸引力ꎬ推动企业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
③创新资源. 创新是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核心特征. 创新资源通过政府科技投入与高等院校的双重驱

动ꎬ显著影响企业的空间分布[２６] . 政府与企业的研发投入是技术创新的物质基础ꎬ高研发强度区域更易实

现技术突破ꎻ高校是知识生产与技术扩散的核心载体ꎬ其密集区域往往形成产学研协同网络. 两者共同作

用推动企业向创新资源密集区集聚.
④环境承载力. 环境承载力是企业集聚的阈值[２７] . 若企业集聚规模超出当地资源、环境、生态的承载

能力ꎬ会引发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ꎬ增加企业成本与风险ꎬ阻碍企业进一步集聚和持续发展. 良好的

环境条件是吸引企业进入的重要因素ꎬ也是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保障.
借鉴已有文献ꎬ同时考虑新质生产力企业空间布局的特点ꎬ选取新质生产力企业密度(即新质生产力

企业数量与行政区域面积的比值[２８])作为被解释变量. 综合考虑政策支持、经济基础、创新资源、环境承

载力 ４个方面ꎬ选取 １２个具体变量作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时空分布的驱动因素指标(见表 ２) .
表 ２　 驱动因素指标说明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维度名称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构建方法 单位

政策支持
税收征管强度
传统基础设施
数字基础设施

实际税收收入与估算的税收收入的比值
公路货运量取自然对数

电信业务总量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取自然对数

％
万 ｔ

元 /人

经济基础

人均产值
人均收入

工业企业利润
金融发展水平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取自然对数
人均可支配收入取自然对数

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取自然对数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

万元
万元
万元
％

创新资源
科学技术支出占比

高等院校数
科学技术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

普通高等学校数取自然对数
％
个

环境承载力
单位产出二氧化硫排放量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占生活垃圾产生量的比重
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污水量与污水排放总量的比值

ｔ /元
％
％

３.２　 模型比较
表 ３　 ＧＴＷＲ 与 ＯＬＳ 模型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ＴＷＲ ａｎｄ ＯＬＳ ｍｏｄｅｌｓ

模型指标 ＯＬＳ ＧＴＷＲ

Ｒ２ ０.４３３ ４ ０.７４７ ８

调整后的 Ｒ２ ０.４３１ ６ ０.７４６ ９

ＡＩＣｃ ８ ４９０.７９１ ５ ７６７.８３０

　 　 本文对各驱动因素进行标准化处理ꎬ同时进行

ＶＩＦ检验ꎬ发现变量的 ＶＩＦ值都小于 ５ꎬ排除多重共线

性的可能. 为便于比较ꎬ本文同时进行了 ＯＬＳ 回

归. 由表 ３ 可知:ＧＴＷＲ 模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

０.７４６ ９、高于 ＯＬＳ模型ꎬＡＩＣｃ 值低于 ＯＬＳ 模型ꎬ说明

ＧＴＷＲ模型的回归结果更优ꎬ故本文采用 ＧＴＷＲ 模

型进行回归是比较合适的.
３.３　 结果分析

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可以揭示中国新质生产力企业时空分布各驱动因素回归系数的变化趋势. 由
表 ４可知:

①政策支持. 税收征管强度的回归系数均值为－０.１０９ ２ꎬ且具有逐渐加强的趋势. 税收征管强度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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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增加了税收负担ꎬ对新质生产力企业集聚产生不利影响. 传统基础设施的回归系数均值为－０.０２１ １ꎬ且
负向作用有轻微减弱趋势ꎬ可能是前期高基建投资对科技创新存在挤出效应ꎬ随着传统基础设施日益完

善ꎬ负向影响逐渐减弱. 数字基础设施的回归系数均值为 ０.０９９ ６ꎬ且正向作用呈现“先降后升”趋势ꎬ表明

企业智改数转需求增强.
②经济基础. 金融发展水平、工业企业利润的回归系数显示其正向作用呈逐年增强的趋势ꎬ均值分别

为 ０.２３８ ９、２.１５３ ９. 人均收入的回归系数均值为 ０.２３１ ６ꎬ且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ꎬ而人均产值的回归系

数均值为－０.０２６ ３ꎬ且逐年回升至正. 可能原因在于人均收入增加拓展了市场需求ꎬ为企业提供更多商业

机会与利润空间ꎬ从而吸引企业集聚ꎬ而人均产值提高通常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升ꎬ但同时也可能使企业

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约束ꎬ限制企业集聚.
③创新资源. 科学技术支出占比的回归系数均值为 ０.１５５ ５ꎬ且呈现“快速上升－保持平稳”的趋势. 高

等院校数的回归系数均值为－０.１８０ ５ꎬ且负向作用逐渐加强ꎬ可能原因在于高校对企业的创新资源存在挤

出效应ꎬ且高校的定位是教育和基础研究ꎬ缺乏有效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ꎬ其难以直接为新质生产力企

业提供技术支持或创新动力.
④环境承载力. 单位产出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回归系数均值为 ０.１１８ ９ꎬ且正向作用逐年增强ꎬ可能是高

排放地区传统产业基础更为雄厚ꎬ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成熟的配套支撑.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污水

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的回归系数均值分别为－０.０３５ ４、－０.０２４ ９ꎬ且负向作用均逐渐增强. 较高的垃圾和污水

处理率反映出地区环境监管的加强ꎬ新质生产力企业可能选择流向环保成本更低的地区.
表 ４　 各驱动因素回归系数的变化趋势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变量
回归系数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３年
均值

税收征管强度 －０.０６２ １ －０.０８０ ７ －０.１０３ ２ －０.１３６ １ －０.１６７ ２ －０.１０９ ２
传统基础设施 －０.０２５ ３ －０.０２５ ３ －０.０２２ ４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１２ ４ －０.０２１ １
数字基础设施 ０.１０９ ４ ０.０９７ ６ ０.０９３ ６ ０.０９９ ０ ０.１０６ ２ ０.０９９ ６

人均产值 －０.０４４ ７ －０.０３７ ５ －０.０２９ ９ －０.０１８ ９ ０.００７ ６ －０.０２６ ３
人均收入 ０.２３５ ２ ０.２４９ １ ０.２６１ ９ ０.２２８ ３ ０.１５２ ４ ０.２３１ ６

工业企业利润 １.５８７ ８ １.８８９ ３ ２.１７８ ８ ２.４４２ ３ ２.６２１ ２ ２.１５３ ９
金融发展水平 ０.１６９ ９ ０.２００ ２ ０.２３３ １ ０.２７５ ８ ０.３１９ ６ ０.２３８ ９

科学技术支出占比 ０.１２０ ８ ０.１４６ ０ ０.１６４ ７ ０.１６９ ８ ０.１６５ ６ ０.１５５ ５
高等院校数 －０.１２２ ０ －０.１４７ １ －０.１７９ ２ －０.２１３ ７ －０.２３５ ２ －０.１８０ ５

单位产出二氧化硫排放量 ０.０５２ ５ ０.０８９ ９ ０.１２０ ５ ０.１４８ ５ ０.１７４ ８ ０.１１８ ９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０.０１９ ５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３５ ７ －０.０４１ ７ －０.０５２ ３ －０.０３５ ４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０.０１８ ８ －０.０２４ ５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２９ ７ －０.０１１ ８ －０.０２４ ９

　 　 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可以揭示中国新质生产力企业时空分布驱动因素的空间异质性. 由图 ３可知:
①政策支持. 税收征管强度的回归系数正值区集中在上海、呼包等城市ꎬ其他多为负值区ꎬ华中、华南

地区负向影响较强. 主要原因可能是粤湘赣闽桂地区企业以对税收政策敏感度较高的服务业和新兴产业

为主ꎬ加强税收征管会抬高企业经营成本ꎬ不利于新质生产力企业成长ꎻ正值区内企业对税收适应性较强ꎬ
加强税收征管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提升行业自律ꎬ对科技创新型企业更具吸引力. 传统基础设施的回归

系数正值区主要集中在东北及甘肃、宁夏地区ꎬ其他地区均为负值区ꎬ其中华南地区为较低负值区ꎬ主要因

两广地区山地较多且土地资源有限ꎬ加大传统基建投资可能会对新兴产业有挤出效应ꎬ不利于新质生产力

企业的培育. 数字基础设施的回归系数在大部分地区为正值ꎬ较高值在东南丘陵及沿海地区ꎬ这与该地区

的互联网、通信等行业布局较早有关ꎬ能快速发挥规模效应.
②经济基础. 人均产值的回归系数多为负值ꎬ其中海南、广西等地区负值较高ꎬ这可能因城市产业相

对完备ꎬ提升产值更依赖资本投入而非技术创新. 人均收入的回归系数多为正值ꎬ但泉州、漳州及附近城

市为负值区ꎬ这可能因这些城市对高素质人才吸引力普遍较弱ꎬ提高工资水平对高端人才吸引力总体不

强ꎬ还会增加企业用工成本ꎬ甚至可能抑制科技创新. 工业企业利润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ꎬ且南方地区正

向作用更强ꎬ这主要因为这些地区在科技创新、产业培育等方面具备较好基础ꎬ在经济效益等同下更能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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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各驱动因素回归系数的空间异质性

Ｆｉｇ􀆰 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注:底图来源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ꎬ审图号为 ＧＳ(２０２０)４６１９号ꎬ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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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新质生产力企业. 金融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在各城市均为正值ꎬ珠三角附近为较高值区ꎬ这可能因为珠

三角城市群金融资源丰富且创新活跃度高ꎬ能及时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提供个性化科技贷款ꎬ资金投入更加

精准高效.
③创新资源. 科学技术支出占比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ꎬ且珠江流域正值较高ꎬ广东最为突出. 主要原

因可能是新质生产力企业的研发耗资巨大ꎬ而政府补贴资金往往规模较小ꎬ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效果有限ꎬ
但广东财力较好、奖补资金多ꎬ能相对满足企业需求ꎬ驱动作用更加明显. 高等院校数的回归系数在黄河

两岸多为正值、在秦岭—淮河以南为负值. 这可能是因为北方城市市场化创新资源有限ꎬ高校能为当地企

业提供研发人才、产学研项目等ꎬ助力技术攻关ꎻ南方城市高校数量多ꎬ新质生产力企业高度集聚ꎬ双方在

高端人才、科研设施中存在一定的竞争.
④环境承载力. 单位产出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ꎬ东南沿海地区为高值区ꎬ可能因东南

沿海地区各类产业相对成熟. 除黄土高原、两广丘陵等地区外ꎬ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的回归系数多为负

值ꎬ东南沿海地区负值相对较低ꎬ这可能因东南沿海地区生产要素成本较高ꎬ较为严苛的环境限制会抑制

新质生产力企业扩产的意愿ꎬ而广西、陕甘宁等地区产业基础较为落后ꎬ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传统产业转

型、吸引高层次人才ꎬ对培育新质生产力企业有积极作用. 除福建、江西等地区外ꎬ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的回归系数在多数地区为负值ꎬ其中广西、山东地区企业具有较高政策敏感度ꎬ为较低负值区.

４　 结论

本文以中国新质生产力企业为研究对象ꎬ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及时空地理加权回归(ＧＴＷＲ)模型等

方法ꎬ探究中国新质生产力企业时空分布特征和驱动因素ꎬ主要结论如下:
(１)中国新质生产力企业呈现在东部经济发达城市集聚的特征ꎬ中西部地区企业培育速度较快ꎬ东北

地区发展相对平稳. 新质生产力企业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ꎬ在时间演化上集聚程度呈现先下降

再上升趋势ꎬ高－高集聚或低－低集聚特征明显且较多. 沿海城市群成为明显的热点和次热点集聚区ꎬ西北

地区和东北地区为显著的冷点集聚区.
(２)政策支持、经济基础、创新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四维因素对新质生产力企业分布的影响存在时空异

质性. 政策支持维度上ꎬ税收征管强度的负向作用逐渐加强ꎬ在空间上华中、华南地区负向影响较强ꎻ传统

基础设施的负向作用有减弱趋势ꎬ在空间上以负值区为主ꎻ数字基础设施的正向作用“先降后升”ꎬ在空间

上对东南丘陵及沿海地区正向影响较强. 经济基础维度上ꎬ金融发展水平和工业企业利润的正向作用呈

逐年上升态势且存在较大空间异质性ꎻ人均收入的正向作用“先升再降”并在空间上多为正值ꎻ人均产值

的负向作用逐年回升至正ꎬ负值偏高区域多集中在海南、广西地区. 创新资源维度上ꎬ科学技术支出占比

的正向作用“先强后稳”ꎬ在空间上珠江流域正值较高ꎻ高等院校数负向作用逐渐加强. 环境承载力维度

上ꎬ单位产出二氧化硫排放量正向作用逐渐增强且东南沿海地区为高值区ꎻ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污水

处理厂集中处理率负向作用均逐渐增强ꎬ空间异质性明显.
本文基于空间分析和实证结论ꎬ对培育新质生产力企业提出以下建议:
(１)优化区域政策设计. 实施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ꎬ推动税收征管规范化ꎬ落实好新质生产力企业

研发加计扣除ꎬ切实降低企业创新成本ꎬ将征管压力转化为创新激励. 同时ꎬ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应从“新
建”转向“智能化改造与融合”ꎬ超前布局和持续投入数字基础设施ꎬ使其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适配ꎬ东
北及西北地区应尽快补齐传统基建短板ꎬ东部地区应重点布局数字新基建建设.

(２)用好地区创新资源. 加大并稳定财政科技投入ꎬ改革科研经费管理ꎬ提升资金使用效率ꎬ保障科技

创新型企业奖补资金发放ꎬ多层次实施各类人才补贴政策ꎬ有效吸引和留住高端人才. 同时ꎬ发挥好高校

科技创新策源地作用ꎬ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对接ꎬ持续优化产学研合作模式ꎬ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ꎬ
南方部分城市可采用外部引进模式ꎬ补足高校科研资源缺口.

(３)营造良好城市环境. 完善金融支持体系ꎬ推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科技要素密集地区率先构

建适应科技创新的科技金融体制ꎬ探索科技金融新模式ꎬ在中西部设立专项科创基金ꎬ降低区域融资门

槛. 同时ꎬ建立生态补偿机制ꎬ发展循环经济和环保产业ꎬ将环境约束转化为绿色创新机遇ꎬ实现新质生产

力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的协同共进.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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